
 
 

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
 

——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的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的战略地位
 

  

辛 德 勇
 

  

【内容提要】本文指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记西汉西北隅区域的县份，正反映出在西汉初年，阴山南麓的西安

阳、九原等县，都在汉朝的有效控制之下，这说明秦末在西北边防线上的兵力虽然有所回撤，却始终没有放弃据守阴山长城防线，

汉朝初年在这一地区继承的正是这一边界，而这一边界，乃是沿用战国赵武灵王所修筑的长城防线；《二年律令·秩律》胪列的汉

初县道名，还反映出秦九原郡一直沿续到西汉初年，同时还可以印证秦九原郡本是由战国赵九原郡沿承而来，其在阴山以南的辖

界，从战国到汉初，从未有过变动；九原郡与其西面的云中郡一样，在秦汉两朝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关键词】汉代  边防  疆域  军事地理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胪列的大量汉初县道名，以及《二年律令·津关令》和《奏谳书》等涉及地理建置的内容，

为研究秦汉时期的地理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已有学者，利用这些资料，对于相关地理问题，提出了重要见解
[1]

。但是，仍存

有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二年律令·秩律》所显示的西汉初年汉王朝西北隅边境线，即是其中之一。 

所谓西汉初年汉王朝的西北隅边界，其具体地段，是指今内蒙古河套及其迤东地区；具体的时间段落，是从秦朝末年，到汉武

帝元朔二年卫青率军击退匈奴并收复“河南地”时为止。由于持续期间很短，前人对此，基本没有做过深入的探究。周振鹤在研究

西汉政区地理问题时，因为需要逐期复原西汉王朝的政区设置，而边地的政区又与边界具有密切关联，所以曾一定程度涉及到这一

问题。但是，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传世文献记载不足以稽考清楚，周氏只是非常谨慎地稍稍论述到与此相关的云中郡的界限范

围，以及《汉书·地理志》所记朔方、五原两郡的开置年代，而对这一地区边界的具体走势，则阙而未论
[2]

。张家山汉简之《二

年律令·秩律》公布后，周振鹤以其丰富的研究基础和学术敏感，马上撰文指出，律令中记录的汉初朝廷直辖县份名称，为揭示这

一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周氏并且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的初步看法
[3]

。下面，即在周振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析这

一问题。 

  

一、《二年律令·秩律》所示汉朝西北隅界限
 

与西汉初年的西北边防形势
 

按照周振鹤的初步整理分析，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当中，明确属于本文所论区域或与其密切相关的县份，为云

中、九原、咸阳、原阳、北舆、西安阳、武泉、沙陵、南舆、曼柏、莫黑旦、河阴、武都，共十三个县
[4]

。周振鹤认为，上述诸

县，都应归属西北边郡云中统辖。此外，尚有汉简整理者认为可能是“旗陵”的一个县，周氏以为“不知何地，因厕身云中郡诸县

之中，故置于此”，暂时也将其视作云中郡辖县。案“旗陵”之“旗”字，从图版上看，字形不是十分清楚，汉简整理者只是姑且

以“旗”字释之，到底应释为何字，整理者自身还带有很大疑问；而《秩律》所列县份，虽然有许多是按照其上属郡排列，但也并

不完全依照属郡或地域顺序
[5]

，所以，对于此县，这里姑且存疑不论
[6]

。

 

 



上述诸县，是否均隶属于云中郡管领，下文还要进一步讨论。这里权且搁置这一问题，看一下这些县份分布的地域界限。记录

汉成帝元延绥和之际郡国建置的《汉书·地理志》
[7]

，在云中郡和西侧与之相邻的五原郡项下，记载了《二年律令·秩律》中提

到的上述诸县
[8]

。谭其骧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复原了这些县中除莫黑旦之外十二个县县治的位置

[9]
。附图“秦末汉初河套附近地区边界示意图”，是依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的这十二个县治的分布地点示意图。从图上可

以看到，在这十二个县中，沿着这一区域西北边缘地带分布的县份，由西向东，依次为西安阳、九原、咸阳、云中、北舆、武泉六

县。 

在这六个县治的北面，是一条重要的山脉，山脉的东、西两段，现在分别名为大青山和乌拉前山（又称乌拉山），在秦汉时

期，则统名为阴山。面对北方可能的侵扰，这条山脉，是防护上述诸县及其西南各地的天然屏障，从纯军事角度看，是设防的理想

地点，一般不会轻易弃置不顾。自然而然，在沿边地带，又往往会由这种军事防线来构成边界线。所以，西安阳等六县位置所标示

出的阴山一线，很可能就是西汉初年汉王朝在这一地区的边境界限。 

那么，西汉初年汉王朝在这一地带的边防形势，又究竟是怎样呢？目前学术界大多数人认为，张家山汉简中所谓《二年律

令》，应属汉高祖吕后二年
[10]

。秦至西汉前期，匈奴是中原王朝在北方最大的边患。因此，它也是秦朝重点防范的对象。所以，

大将蒙恬常年驻扎上郡，指挥三十万大军，守卫西面和北面的黄河防线
[11]

。西汉初年，一切承秦之旧，而秦廷在陈胜、吴广揭竿

而起以后天下土崩瓦解之际，不得不调遣大将王离，率领原属蒙恬统领的大批北方边防军，进入内地，增援镇压反秦义军的军事行

动
[12]

，从而造成北方边防空虚。《史记》记载秦汉之际北方边防状况说：

 

  

蒙恬死，诸侯叛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13] 

  

所谓“故塞”，也就是旧时的边塞。此处所说的“故塞”，究竟是怎样的地理涵义，容下文再行详细阐述。这里首先来看一下西汉

初年汉王朝在这一带的边防情况。 

汉高祖初定天下，中匈奴计策，被匈奴单于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团团围困于北方雁门郡平城（今山系大同）附近的白

登，刘邦不得已，“使使间厚遗阏氏”，方才围解一角，侥幸脱身。从平城逃脱后，刘邦深知国力不足以出击匈奴，便主动派遣刘

敬为使节，与匈奴“结和亲之约”。然而，由于双方实力的对比，匈奴明显占据优势，特别是韩王信等在此前即已降从匈奴，熟门

熟路，可以用作前锋和向导，所以，匈奴并不受和亲之约束缚，连续不断地在向汉地进犯。《史记》记云： 

  

是后，韩王信为匈奴将，及赵利、王黄（案皆为韩王信旧将）等数倍约，侵盗代、云中。居无几何，陈豨反，又与韩信合

谋击代。汉使樊哙往来击之，复拔代、雁门、云中郡县，不出塞。
[14] 

  



这些事件，都发生在汉高祖在位时期。显而易见，云中郡居于汉初的边地，而如上所述，阴山即位于云中郡的北部。这样，据此推

断，上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记西安阳等六县，就应当设在西汉的边境前沿，而阴山一线，则很可能就是西汉初年的

边防线。 

  

二、西汉初年汉王朝西北边境线的形成过程
 

上引《史记》，谓秦朝末年，由于戍卫边兵入内，防守空虚，匈奴得以“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既然是“界于故

塞”，就说明尽管“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但是秦人并没有完全放弃边境的防守，在匈奴与秦王朝之间，还存在着一道边防

界限，即所谓“故塞”。要想清楚地说明这一“故塞” 所在的位置，需要向上追溯到战国时期赵国的北方边防状况。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秦国的北方边界，是秦昭襄王时期修筑的长城。这道长城，经过学者们的研究和考察，除个别地段还

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之外，其总体走势大致已经清楚，一般认为，是由今甘肃岷县附近北行，至今甘肃临洮转而向东北蜿蜒延伸，

斜贯今陇东、陕北的黄土高原，直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黄河岸边的十二连城附近
[15]

。不过，关于这道长城北端的具体走向，下文

还要重新进行分析。 

与本文所论问题相关的赵国西北方边境，形成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 

  

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

郡，筑长城以据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

门、代郡。
[16] 

  

这道“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的长城，就是赵国在其西北方的边界。关于这道长城的地域走势，以往学术界占据主流的看

法，认为它是环绕河套西北和北面的今狼山－乌拉后山山系而建
[17]

。其实，这种看法，源自对阴山和高阙位置的错误理解，并不

正确
[18]

。有关考古调查已经证实，赵武灵王长城乃是沿今乌拉前山－大青山山系亦即秦汉阴山南麓分布，主要由夯土构筑而成

[19]
。

 

秦国在始皇帝嬴政执政后，国力强盛，相继吞灭山东六国，匈奴自然不敢撄其兵锋，冒险犯难；而赵国派遣名将李牧镇守北

疆，也威慑“匈奴不敢入赵边”
[20]

。因此，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初，在这一地区所沿承的边界，就是上述秦昭襄王长城和赵武灵王

长城。 

由于秦昭襄王长城在关中北部地段，距离秦都咸阳较近，匈奴骑兵一旦突破秦人防线，很容易对国都造成威胁。后来汉初又沿

用这道长城作为边塞。汉都长安与秦都咸阳仅渭河一水之隔，近在咫尺，二者与秦昭襄王长城的位置关系，基本相当。汉文帝时，

匈奴即曾发奇兵越过这道边塞，冲入长安北面军事重镇云阳附近的甘泉；文帝为防止都城遭受突袭，在匈奴进犯边塞后，也曾调发

重兵，在长安城附近的细柳、棘门、霸上诸交通要冲设防
[21]

。这说明都城距离边塞太近，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三十二年，“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翌年，蒙恬取得成

功，“西北斥逐匈奴”。于是： 

  

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徙谪，实之初县。
[22]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同一事件，云蒙恬“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
[23]

。所谓

“河南地”，应当是指由秦昭襄王长城向外推延，直至黄河岸边这一广阔区域。两相比照，可知所谓“城河上为塞”，应即“筑四

十四县城临河”，就是在靠近河岸的地带，修建三十四座县城，作为戍卫黄河防线的桥头堡，迁处受到责罚的罪人作为戍卒，驻防

守卫；而具体的边防线，则是利用黄河河道，“因河为塞”。 

这道“因河为塞”的防线，延展到阴山西南端以后，向北跨越黄河，与阴山长城防线相衔接，构成秦王朝新的北方边防体系。

[24]



这也就是“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馀里”的所谓秦始皇“万里长城”之西部地段 。从军事防御角度讲，可以将其称之为“黄

河－阴山”防线。 

单纯从军事防御角度看，这道新的防线，足以御敌于国门之外，庇护都城的安全。但是，远离关中的边防线，又带来了戍卫士

卒军粮供给困难的问题。秦人和西汉朝廷，解决这一地区边防军用粮，共有三种办法：一是从内地调运；二是移民实边，开发当地

粮食生产潜力；三是让驻军就地屯田，自食其力。西汉和后来的中原政权，往往都是三者交互并用。因为单独采用哪一种方式，都

难以充分保障所需要的军粮数额。若是从内地调运，路途遥远，运输成本太高
[25]

，所以，完全依赖外调，朝廷难以承受。若是移

民开荒或是让驻军就地屯田，则都需要当地具有相应的垦殖条件。 

然而，事实上“河南地”并不具备适宜的垦殖条件。这里干旱少雨而又缺乏必要的灌溉条件，人称“地固泽卤，不生五谷”

[26]
。这种说法，虽然不免有一些夸张的成分，但是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在规定各地“入顷刍稾，顷入刍三石”的同

时，又制定特别条例，规定因“上郡地恶”，可以减低定额，从轻征收，“顷入二石”
[27]

。西汉初年的上郡，西北即毗邻“河南

地”，整个“河南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大体上都与上郡相似，而且其中很多地方的自然地理环境，甚至比上郡还要更差一些。

《二年律令·田律》这一特别规定，足以证实这里的谷物种植条件，确实不佳。因而，不论是军屯，还是民垦，都很难取得特别满

意的效益。 

“河南地”的农业生产条件，虽然很差，可是其北面相邻的河套地区，却是地势平衍，水网纵横交错，非常适宜于从事农耕。

汉武帝时向西北边地大规模移民，从事垦殖，朝廷选择的移民徙入地点，首先就是河套所在的朔方郡
[28]

。史籍明确记载，西汉时

在这里开挖有灌溉渠道
[29]

。河套附近地区，秦汉时又称“阴山北假中”，或简称作“北假”
[30]

。西汉朝廷后来并且在这里设置

了专门的田官，来管理当地屯田
[31]

。《汉书》记载，王莽时因“五原北假，膏壤殖谷，异时常置田官，乃以（赵）并为田禾将

军，发戍卒屯田北假，以助军粮”
[32]

。

 

这样诱人的膏壤沃土，不能不引起秦廷的注意。于是，就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建构起黄河－阴山防线的当年，始皇帝嬴政便把寻

求垦殖基地的目光，投向河套地区
[33]

，指令蒙恬，“渡河，据阳山”
[34]

，并在山上“筑亭障以逐戎人”
[35]

。阳山即今狼山山

脉，其西段正围绕着河套平原的西部和北部。早在20世纪 70年代，唐晓峰即已考察探明，在今狼山山脉及其迤西的乌拉后山北

坡，残存有明显的秦代长城。与阴山南麓的赵武灵王长城以土筑为主不同，阳山上的秦长城，主要是用石块垒砌而成，而且在沿线

建有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亭”、“障”相符的守望设施
[36]

。这道阳山长城的作用，主要是防护河套垦区不受匈奴的侵

害。这道长城，在河套地区以南，仍然是与原来的黄河防线相衔接，所以，可以统称之为“黄河—阳山”防线。 

秦始皇阳山长城建成后，原来的赵武灵王阴山长城，被圈在防线以内，不再临边，从而也就失去了边界线的意义，而被阳山长

城取而代之。前述秦北方边防军内调，给匈奴以时机，“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就是发生在这一军事地理背景之下。 

匈奴已经渡过黄河，说明秦人不仅撤防阳山长城，而且还放弃了环绕“河南地”的黄河防线。因此，这里所谓“故塞”，在原

战国秦国北部地区，就应当是指在蒙恬出兵“河南地”之前，秦王朝据守的秦昭襄王长城
[37]

；而在原赵国西北部地区，则只能是

指蒙恬占据阳山之前所据守的赵武灵王长城。前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记县份，正反映出在西汉初年，阴山南麓的西

安阳、九原等县，都在汉朝的有效控制之下。这说明秦朝末年，在应付内乱，兵力万分吃紧的情况下，秦王朝也始终没有放弃据守

阴山长城防线。汉朝初年，在这一地区，继承的正是这一边界。 

  

三、西汉初年的九原郡
 

西汉初年在河套附近地区依峙阴山长城这种边界防御格局，一直持续到汉武帝元朔二年，才发生改变。元朔二年，汉武帝兴兵

大举反击匈奴。《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说： 

  

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

[38] 



方郡。

  

朔方郡即设在今河套地区。《史记·匈奴列传》记同事云： 

  

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

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
[39] 

  

所谓“筑朔方”，或许是在朔方郡重新修筑长城或是功能相似的亭障
[40]

，其具体地理涵义，还需要深入研究
[41]

；但“复缮故秦

时蒙恬所为塞”，则显然是指蒙恬所筑阳山长城。经过此役，汉朝完全恢复了秦时蒙恬的阳山长城防线，并在阴山以北的河套地

区，重新设立郡县。 

秦朝在河套地区，设有九原郡，东面与云中郡相邻。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复原九原郡的辖界范围，包括河套及

其迤南、迤东邻近地区，东至今内蒙古包头东侧，南至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南侧
[42]

，涵盖阴山西段山南山北一些地方。所以，《二

年律令·秩律》所记九原、西安阳、曼柏、河阴、武都诸县，都位于原秦九原郡的范围之内。 

秦末退守阴山一线之后，九原郡大部分疆域被弃置塞外，只剩有阴山南侧一小部分领土，面积大幅度缩减，其郡级建置是否还

依旧保持未撤，也就成为学者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一点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记上述诸县的上属之郡，密切相关。若

是九原郡在此时省撤，那么它在阴山以南剩存的这部分疆域，按照常理应该划归东侧的邻郡云中管辖，比较方便。这样，《二年律

令·秩律》所记上述云中、九原、西安阳等十三县，就应当一如周振鹤所论，统统归属于云中郡辖下。可是，假如九原郡建置依

旧，那么，这十三个县中那些在《汉书·地理志》隶属于五原郡的县份，就应该从属于九原郡。这是因为按照《汉书·地理志》的

记载，汉五原郡乃是由秦九原郡更名而来；而五原郡的治所九原县，本来是秦九原郡的治所
[43]

。

 

《汉书·地理志》相关记载曰： 

  

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
[44] 

  

据此，九原郡从秦代一直延续到汉初，直到元朔二年，才更名为五原郡。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汉书·地理志》所记汉郡沿

革，有许多并不可靠，往往需要参据其他相关记载，才能确定其是否足以信从
[45]

。

 

《汉书·地理志》所说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九原为五原郡一事，显然与前述卫青收复“河南地”一事，具有直接关系。上引《史

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及《史记·匈奴列传》，都只记载说，汉朝在卫青收复“河南地”后，设立朔方郡，没有提到五原，《史

记》这些记载，似乎可以印证《汉书·地理志》五原郡是由九原延续而来的说法。 

不过，在班固的《汉书》当中，对此还写有不同的记载： 

  

（元朔二年春）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
[46] 

  

依此，五原郡又似乎是与朔方郡同时设置，并没有直接承续秦九原郡的建置。这样的看法，目前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界的主流认识

[47]
。由此推论，九原郡的建置，就应当已在秦朝末年撤销。

 

对比分析这两种不同记载，单纯从史料角度来看，似乎元朔二年只增设朔方一郡的说法，要更占些优势
[48]

。这是因为《史

记》的记载早于《汉书》，而《汉书·地理志》又能够印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等处的记载；与此相比，《汉书·武帝纪》

的记载，则是晚出的孤证。常语云，三占从二。历史研究虽然不能这样简单地处理史料，但是，不同文献的相互印证，毕竟还应当

作为判别史料歧异记载孰正孰误的一项重要依据。 

前人舍弃《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以及《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而信从《汉书·武帝纪》，很可能与研究者对秦末汉初河

套附近地区边界变化状况的了解不甚清楚，不知道九原郡在阴山以南还剩存相当大一片疆土，具有很大关系。 



前面第二节已经阐释清楚，西汉初年，在这一地区，汉王朝与匈奴之间，是以阴山南麓的战国赵武灵王长城为界。《汉书·地

理志》所记五原郡属县，有九原、西安阳、南舆、曼柏、莫黑旦、河阴、武都，共七个县，见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的

记载，而且除莫黑旦县位置不详，尚待考证之外，其余六个县，都位于赵武灵王长城以内。根据当时的边界状况，完全可以推断，

莫黑旦也一定设在赵武灵王长城南侧。这样，汉初在阴山以南，总共有七个后来隶属于五原郡的县，完全符合当时这一带边地一个

郡管辖县份的规模
[49]

。所以，这七个县就很可能一直保持着九原郡的既有建置，没有理由非将其裁减撤销不可。

 

其实，九原郡的辖界北以阴山为限，并非始自此时。关于九原郡的始置年代，今多依从全祖望、王国维和谭其骧诸人的看法，

以为其设立于秦始皇三十三年
[50]

。然而，史念海则撰文论证，九原本来是赵国旧有边郡
[51]

。史氏所说，信而有徵，可以信从。

九原是赵国西北角上的边郡。如上所论，赵西北方是以赵武灵王长城为界。因此，战国赵九原郡的北面，也一定是以阴山为界。

《汉书·地理志》叙述赵国分野，谓赵国“西有太原、定襄、云中、五原、上党”，又云：“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

[52]
这显然是以西汉五原郡，来表述战国赵九原郡的地域范围。汉武帝元朔二年以后，西汉在原秦九原郡辖境内，本设有朔方、五

原两郡，朔方在西，五原居东。五原郡虽然兼有阴山以北部分区域，但是其主体部分，是在阴山南侧。《汉书·地理志》在这里仅

仅叙及五原而不提朔方，正表明赵九原郡的地域范围，比秦九原郡（实际上是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拓地至阳山之后的九原郡）要小

很多，并不包括西汉朔方郡辖地，实际只限止在阴山南侧。战国赵九原郡的地域范围，可以从一个侧面，进一步说明秦末汉初在阴

山以南保留九原郡建置的合理性。 

假如在秦末汉初确实存在这样的九原郡，那么上述九原、西安阳等七县，就应归其统属，《二年律令·秩律》相关十三县中剩

下的云中郡属县，只有云中、咸阳、原阳、北舆、武泉沙陵六县。云中郡是汉初北方边防重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将

其治所云中县县令的秩级，置于第一等的千石县令之中，与长安、成都等通都大邑的县令并列，就是很好的证明。这样重要的郡，

仅仅下辖六县，规模好像稍小，似乎不太合乎情理。其实，这种看似不合理的情况，恰恰是证明九原郡独立存在，最为有力的依

据。 

本来在汉朝立国之初，云中郡的辖县，比这要多出一倍。造成吕后二年前后这种局面，有一个特殊的历史因缘。 

从高祖六年春起，云中郡被从汉廷直辖区域中割除，与雁门、代两郡一道，封授皇兄刘喜为代国
[53]

。至高祖十年八月，统一

监领赵、代两国边兵的赵相陈豨反叛，“自立为代王，劫略赵、代”，“赵、代地皆豨有”。九月，汉高祖刘邦率军亲征，首先从

赵国东侧的邯郸，向陈豨叛军发起进攻
[54]

。

 

稍后，在第二年，亦即高祖十一年冬十至十一月间，刘邦又另外派遣太尉周勃，取道太原，从西面的代国一侧，进行夹击。周

勃遂“入定太原、代地”
[55]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述其平定代地经过云：

 

  

转击韩信、陈豨、赵利军于楼烦，破之。得豨将宋最、雁门守圂。因转攻得云中守遬、丞相箕肄、将勋。定雁门郡十七

县，云中郡十二县。因复击豨灵丘，破之，斩豨，得豨丞相程纵、将军陈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县。
[56] 

  

由此可知，当时云中郡下辖十二县。 

不过，关于云中郡此时所辖县的数目，还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汉高祖六年，刘喜初封代国时，史载其封地境域为“云中、

雁门、代郡五十三县”
[57]

。可是，依照上述《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的记载，高祖十一年时云中、雁门、代三郡，总共只辖有三

十八县，短短五年时间，竟减少十五个县。属县数目，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较大幅度减少，或许会使人觉得这似乎不够合乎情

理。 

其实一个地区县级建置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人口数量的变化，都不完全是简单的直线上升形式
[58]

。如前面第一节篇末所述，

在高祖至吕后时期，代、雁门和云中这几个郡，一直是匈奴抄掠最主要的目标。前文所述汉高祖刘邦受匈奴围困的平城白登，就在

雁门郡境内。陈豨叛乱与朝廷平叛的军事行动，以及匈奴连年侵袭所造成的人口损耗，完全有可能导致朝廷裁减撤销一些县级建

置。 

汉郡多承自秦人旧有设置，代郡即是如此。而秦之代郡乃是沿承自战国的赵国，其辖界前后变化并不很大
[59]

。据《战国策》



所记，赵之代郡辖有三十六县，竟然比《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成帝元延末年的十八个县，还要多出一倍
[60]

。又如雁门郡南面的

太原郡，在高祖六年封授韩国时，辖有三十一县
[61]

，而《汉书·地理志》记载至汉末太原郡仅辖有二十一县
[62]

，共减少十个

县。这说明在这一带确实存在着导致属县减少的社会原因
[63]

。

 

参照这一点，可以判断，云中、雁门、代郡三郡的属县，从汉高祖六年的五十三县，下降到高祖十一年的三十八县，完全合乎

情理；高祖末年云中郡下辖十二个县，这一数目无可置疑
[64]

。

 

平定陈豨叛乱后，刘邦在高祖十一年春正月，收兵返回洛阳，随即颁发诏书，调整代国封域： 

  

代地居常山之北，与夷狄边，赵乃从山南有之，远，数有胡寇，难以为国。颇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属代，代之云中以西为云

中郡，则代受边寇益少矣。 

  

所谓“数有胡寇，难以为国”，就是云中、雁门、代郡三郡，从高祖六年始封代国，到高祖十一年周勃平定陈豨反叛这一期间内，

遭受匈奴侵害之严重程度，最好的写照。国之不堪为国，正是因为胡寇劫掠，致使人口和财产损失惨重；而人口大量减少，则必然

会导致裁减属县的设置。 

在重新调整代国的辖地范围之后，册封皇子刘恒为新的代王，设晋阳为国都
[65]

。这道诏书所云郡国设置调整办法，语焉不

详，前人一向没有通畅的解释。周振鹤始研究揭示其所蕴涵的地理内容为： 

  

诏书所谓“代之云中以西为云中郡”，说明高祖十一年将云中郡分成两半，云中县以西部分为新云中郡，属汉；东侧则属

刘恒代国，当置为定襄郡。
[66] 

  

这一解释，透彻明晰，自是精当不易之论。 

析分云中郡后，新划定的云中、定襄两郡，地域范围大致相当
[67]

。《汉书·地理志》记载，云中郡后来辖有十一个县，定襄

郡辖有十二个县，两郡的户口数额也不相上下
[68]

。这说明两地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下，理应设置数目相当的县。云中郡在调整前辖

有十二个县，这次朝廷将其一分为二，参照上述云中、定襄两郡后来的情况，大致可以按照算术平均数，来估算调整后的云中、定

襄两郡，其最初各自所辖的县份数目，即这两个郡应大约各自下辖六个县。 

从析分云中郡的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到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中间仅相隔十年。如果假设在这十年期间，朝廷

没有在云中郡大幅度增设新县，那么，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所列后来隶属于云中郡的云中、咸阳等六县，就应当是高祖

十一年析分辖地后，云中郡所剩存的属县。这也就意味着从汉朝建立之初，直到吕后二年，云中、九原两郡，一直独立存在，二者

并未合并在云中一郡的名下。 

反过来，若是假设九原、云中两郡在汉初已经合为一郡，那么，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记云中、九原等十三县，统

统隶属于云中，也就意味着在汉高祖十一年到吕后二年这十年间，云中郡迅速增加了大约七个县。考虑到这一时期束手挨打的边防

态势，当地不断收到侵袭抄掠的社会生活状态，这种可能性恐怕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将其排除；至少，两相比较，还是前面第一种

假设，要更为顺情合理。 

所以，九原郡在西汉初年，还是应当如《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那样，独立存在,武帝元朔二年时只是因辖境扩展，始更名

为五原
[69]

；《二年律令·秩律》所列云中、九原等十三县，也应当参据《汉书·地理志》五原、云中两郡所辖县份，将其分别归

属于九原郡和云中郡。 

 
 

四、九原郡西南界限与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
 

上面分析汉初这一地区边界状况的前提，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初，在这一地区所沿承的边界，为秦昭襄王长城和赵武灵王长



城。在前面的论述当中，出于叙述方便，首先着重解析黄河北岸的边界构成问题，因而，只是论述了赵武灵王长城与秦汉边界的关

系，暂时回避了黄河南岸的秦昭襄王长城与秦汉王朝西北隅边界走向的具体关系。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的发现，不仅清

楚揭示出秦末汉初匈奴在黄河北岸“与中国界于故塞”这一“故塞”的地理涵义，乃是阴山赵武灵王长城；其更重要的历史地理资

料价值，是它还揭示出秦末汉初在黄河南岸濒河地带的边界构成状况，而这是一个在以往传世文献中几乎没有任何资料线索可以凭

借的重要问题。 

如上所述，秦朝末年，秦王朝从黄河－阳山防线撤退之后，在黄河南岸，应当是据守秦昭襄王长城。可是，若依照史念海等考

察确定的秦昭襄王长城走向，同时按照《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绘的位置，将二者重叠到同一张图上，就会发现，张家山汉简记述的

河阴、曼柏等县，乃被搁置于赵武灵王长城之外；而这些县份见载于吕后二年《秩律》的事实，又说明西汉王朝并没有将其弃而不

管。那么，又应当怎样来理解这一段边境呢？ 

这需要重新审视长城南岸河阴等县的位置和秦昭襄王长城的走向，确认上述基本事实是否有误。 

关于河阴县治的位置，《水经·河水注》中有明确记载，系北濒黄河，较黄河北岸的九原县城略微偏西
[70]

。这可以证实今

《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绘的地点，正确无误。河阴是九原郡在黄河南岸最靠近西侧的县份，东距前人所定秦昭襄王长城最远。它的

位置，既然确实可靠，那么，时下通行的关于秦昭襄王长城走向的看法，与黄河南岸一些县治位置之间的抵牾，即得以确认，其他

县份，便毋庸一一详细考察。 

秦昭襄王长城的走向，史籍中没有系统的记载。关于这道长城的北端连接到内蒙准格尔旗黄河岸边十二连城的说法，权威的论

述，最早出自史念海的考察研究
[71]

。史念海提出这一观点，基于两方面的依据：一是文献记载，二是相关遗迹。

 

与此相关的文献记载，只有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中提到，唐胜州附郭榆林县，“地北近榆林，即汉之榆溪塞，因名”

[72]
。史念海据此提出：

 

  

胜州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黄河西（应为南）十二连城。秦长城下栽榆成林，所以又叫榆溪塞，这个名称一直流传到唐代。

[73] 

  

上面“秦长城下栽榆成林，所以又叫榆溪塞”的解释，史氏注云乃是依据《汉书·韩安国传》和《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案原

文笔误作《汉书·卫青传》）的记载。因此，还需要对这些史料，进行分析。 

《汉书·韩安国传》相关记载原文为： 

  

蒙恬为秦侵胡，辟数千里，以河为竟（案通境），累石为城，树榆为塞。
[74] 

  

审读上文，知所谓“树榆为塞”，只是针对蒙恬在秦昭襄王长城之外新辟的疆域界限而言，与这里所要确定的秦昭襄王长城走向，

本来没有什么关连。蒙恬开拓“河南地”，辟地千里，在从榆中到阴山西端这一漫长河段内，“以河为境”，并在河畔栽种榆树，

作为疆界的标志。这是先秦时期植树于界沟以标识疆界这种制度在秦代的延续
[75]

。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的相关记载，乃是出自元朔二年卫青率兵收复被匈奴侵夺的秦人旧境之后，汉武帝褒奖卫青战功的

诏书之中： 

  

今车骑将军卫青，度西河，至高阙，获首虏二千三百级，车辎畜产毕收为卤，已封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溪旧塞，

绝梓岭，梁北河，讨蒲泥，破符离，斩轻锐之卒，捕伏听者三千七十一级，执讯获醜，驱马牛羊百有馀万，全甲兵而还，益封

青三千户。
[76] 

  

上述述卫青行军路线，一向没有通解。前人在使用时往往是各取所需，而无法顾及整段话的关连。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除了文中

“梓岭”这一地名无从稽考之外，主要是学术界对于秦末汉初这一带的边界变化，没有通透的理解。 

其实，依照前文所述边界演变状况，不难弄清卫青此役的地域展开过程。 



“高阙”是卫青此番出征的主要目标。如前面第三节引述《史记》所示，《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述卫青出兵经过，说他

乃是“出云中以西至高阙”；《史记·匈奴列传》记述同事，也说卫青是“出云中以西”。高阙本来是阴山赵武灵王长城西端的一

道关口。秦始皇派蒙恬拓境至阳山脚下之后，高阙随之移改为阳山蒙恬长城西端的一处要隘
[77]

。在卫青出兵之前，汉朝北以阴山

赵武灵王长城为界。所以，卫青出云中而至高阙，就是由云中向西北越过阴山，进入河套地区。这里之所以会成为汉廷收复秦人失

地的首选目标，是因为汉武帝收复秦人旧地的主要原因，本来就是要效法蒙恬故事，控制富饶的河套区域，以解决边防驻军用粮

[78]
。

 

“西河”在战国秦汉时期，是指今山西、陕西两省之间的黄河河段，即《禹贡》“黑水、西河惟雍州”之“西河”。在这次出

兵高阙之前，汉廷主要在云中、雁门、代郡及其以东地区抗击匈奴
[79]

，故军队应一直在这一带集结。卫青出兵云中而途经西河，

应是从都城长安启程后，先渡过“西河”，进入军队集结的雁门等地，再统领士卒，进驻前沿基地云中。 

卫青征讨的“蒲泥”和“符离”，西晋人晋灼解释说是“二王号”
[80]

。《史记·匈奴列传》记同事，云：“卫青复出云中以

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人，牛羊百馀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
[81]

两相参照，“蒲泥”和“符

离”就应当分别是黄河南岸楼烦、白羊两个部族的首领。结合这两处的记载，可以确认，卫青在占领河套地区以后，转而率军南渡

黄河，扫荡整个“河南地”的楼烦、白羊部落，一直推进到昭襄王长城之外的秦陇西旧地，并生擒“蒲泥”和“符离”二王。 

按照这样的进军过程，再来看“按榆溪旧塞，绝梓岭，梁北河”这段话，似乎便很容易推寻“榆溪旧塞”、“北河”乃至“梓

岭”的地理涵义。 

“按榆溪旧塞”的“按”字是“行”的意思
[82]

。对于卫青来说，阴山长城是他出兵时汉朝正在行用的边塞。相对与此，阳山

长城和秦始皇“因河为塞”的边塞，都可以说是前人“旧塞”。卫青从阴山长城出兵，推进到阳山长城后再转而南下，当时正身处

这两道边塞之间，而由此南行，面对的正是由河套南北两支岔流分流处至阴山西端之间的这一段黄河东流河段，所以，汉武帝所谓

“旧塞”，只能是指这一段秦始皇出兵阳山之前“因河为塞”的边塞，舍此恐怕都无法与卫青整个军事行动路线相吻合。由于蒙恬

开拓“河南地”时，沿河栽种有榆树，故汉武帝在诏书中便形象地以“榆溪”来称呼这道边塞。这种用法，虽然不够恰当，却也是

可以理解（用“溪”字可以避免与下面“梁北河”的“河”字重复）。 

谭其骧已有研究指出，“北河”有广、狭两种涵义。广义者是指河套以南整个东流河段，狭义者是指河套地区黄河两支岔流中

的北支河道
[83]

。不管怎样，“按榆溪旧塞”和“梁北河”，一定是指由河套南下渡过黄河这同一件事情。这样，夹在二者中间的

“绝梓岭”一事，也应当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考虑到卫青行军应尽量避免连续两次渡河（即穿越河套南北两支岔流），这一

带除了阴山亦即今乌拉前山之外别无山岗可以和“梓岭”相应，“梓岭”应当是阴山山脉西端的一处山梁；这样，卫青“梁北河”

穿越秦人“榆溪旧塞”的具体地点，应当是选在河套南北两支岔流汇合后的乌拉前山西端处。 

以上分析表明，无论出兵北上，还是率军南下，卫青都并没有从唐代胜州附近渡过黄河
[84]

。从文献记载来看，唐代胜州榆林

县的得名，与“秦长城下栽榆成林”，找不到相关的联系
[85]

，唐人云这一地名与“汉之榆溪塞”相关，应是出于臆想。因此，也

就不宜以此来论证秦昭襄王长城修到了胜州榆林县所在的十二连城附近。 

史念海实地考察秦昭襄王长城，在十二连城附近并没有发现长城遗迹。距十二连城最近的一处相关遗迹，是在准格尔旗点素脑

包找到一座夯土方台
[86]

。后来，彭曦又专门在十二连城与点素脑包之间，反复查找，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任何长城遗迹。彭曦并且

根据他近乎完整考察秦昭襄王长城全线的经验，判断点素脑包的夯土方台为长城内侧的封燧，而不是长城遗迹。因此，他推测秦昭

襄王长城的终端应当稍稍向西侧平移一小段距离
[87]

。

 

从以上情况看，目前并没有相应的考古遗迹，来支持秦昭襄王长城中止于十二连城的观点。不仅如此，彭曦向西侧稍加平移的

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势，同样也只是一种推测，没有任何遗迹佐证。目前已知的长城遗存，实际上恰恰显现出与此完全背离的另外

一种状况。由附图可以看出，战国长城遗迹北延至内蒙准格尔旗、东胜市和达拉特旗交界地带时，向两侧歧分为东西两支。图上东

面一支，是依据史念海的考察结果绘制
[88]

；西面一支，是转绘《中国文物地图集》的记录
[89]

。

 



《中国文物地图集》的编绘者认为，西面一支中的两段长城遗迹，为秦昭襄王长城
[90]

。这两段长城遗迹虽然不相连贯，但

是，从图上可以看出，其延展趋势，显现出它是面向“河南地”上的匈奴等胡人，用来保护河阴、曼柏这一地域的塞垣。如前所

述，河阴、曼柏这些县在《汉书·地理志》中隶属于五原郡，而五原郡是由战国赵国和秦朝九原郡沿承而来，所以这一地区应属战

国九原郡的境域。这两段长城分布的位置，正与这种建置沿革情况，合若符契。因而，西面这一支长城，应该是赵武灵王所筑，而

不可能出于秦昭襄王之手
[91]

。

 

东面一支正介于秦上郡与赵九原郡之间，所以应当是秦、赵两国间的边塞。除史念海调查发现的现存城垣遗迹之外，史念海在

点素脑包发现的夯土方台，不管是不是封燧，都应当与秦、赵之间的塞垣有关。所以，暂时不妨姑且把这道塞垣，向东延伸到这

里。这里正分布着一道东西走向的山梁，其南北两侧，自然地理状况截然不同
[92]

。这道塞垣，再向东面，如何延伸，还有待考

察。 

这一带的赵武灵王长城和秦昭襄王长城，其修筑年代孰先孰后，在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需要根据当时的形势，进行分析。 

史载赵武灵王二十六年，“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
[93]

，联系前文所述赵武灵王“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

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的情况，可以推定，赵之长城，应修筑于赵武灵王二十六年；而且在黄河北岸修筑阴山长城的同

时，应当一并修筑了黄河南岸护卫九原郡的城垣。 

在前引《史记·匈奴列传》中，平行并列，记述了秦、赵两国修筑北边长城一事，不过其叙述顺序，却是先秦后赵
[94]

。这说

明秦昭襄王长城或者是其中部分地段的始筑年代，或有可能略早于赵武灵王长城。 

赵武灵王在拓境至云中、九原一带之前，就已经在二十年时用兵于云中东部的榆中地区
[95]

。设置九原、云中等郡两年之后，

赵武灵王又假扮作使者，冒险亲入秦地，侦察地形，“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
[96]

，体现出强烈的向西南面的秦国发展的意

向。若不是秦国已经先行控制了九原、云中两郡南面的毗邻地区，赵国理应进一步向南拓展疆域，而不会局促于河畔一隅之地。 

这时，秦昭襄王刚刚即位，主要向南与楚人作战，还顾不上全力向北发展
[97]

。秦昭襄王利用他母亲宣太后与义渠戎王的特殊

因缘，偶然得到时机，出兵据有陇西、北地、上郡诸地之后
[98]

，在修筑长城时，有一个选址的基本准则，这就是沿黄河“西河”

段右岸支流上源地带筑城，绝不越出于分水岭之外。通观秦昭襄王长城全线的走向，这一点非常清楚。秦昭襄王长城的北端，没有

延伸至黄河岸边，符合这一统一的准则，而不应当是受到赵国先入为主的阻碍所致。 

此外，据史念海描述，秦、赵两国之间这道长城有些地段，在利用地形时，明显是以秦国一侧为内，向外设防，外侧“紧濒深

沟，崖壁陡绝，了无坡状”
[99]

。根据这些情况，可以推测，秦昭襄王长城在上郡北部这一地段的修筑时间，应当比赵武灵王长城

要稍早一些。据《水经注》记载，上郡治所肤施县，始置于秦昭襄王三年
[100]

；由此进一步推论，则基本可以确定，上郡也应设

置于此时
[101]

。

 

秦昭襄王三年（公元前304年），值赵武灵王二十二年，秦国在上郡北部的长城，估计应当在这一年或比这更早动工兴建。这

比赵国修筑长城的武灵王二十六年，至少要早四年时间。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史念海复原的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看来不够准确，秦昭襄王长城北端，并没有抵达“北河”岸边，而

是向东折向“西河”河岸；另一方面，在“北河”南岸，赵国曾经筑有长城，用来护卫九原郡的西南边界。秦人统一全国之初，应

当沿用了赵国这一边塞。到秦末从黄河－阴山防线撤退之后，则又重新利用了这段边塞。汉代初年河阴、曼柏等县能够在黄河南岸

安然存在，就是依恃这道边塞，作为防护设施。《史记》记载，汉高祖二年，刘邦初由汉中北入关中，即兴工“缮治河上塞”，刘

宋裴骃引述晋灼语云：“《晁错传》：秦时北攻胡，筑河上塞。”
 

[102]
即谓“河上塞”为垒筑在黄河岸边的塞垣。元人方回复进

一步明确阐释说，“塞垣即长城也”，“此之缮河上塞，乃大河西北界匈奴处也”
[103]

。这时刘邦在关中尚且立足未稳，无力出

兵黄河以北，所修缮的塞垣，应当就是黄河南岸这段战国以来的长城。 

  



五、九原、云中两郡在西汉政治与军事地理格局中的地位
 

在秦末辖境大范围缩减，特别是高祖十一年析分云中郡后，毗邻的云中郡，辖境缩减，实力单薄的情况下，九原郡始终保持独

立建置，没有同云中郡合并，这应当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具有密切关系。 

赵国始设云中、九原两郡，它们就在地缘政治格局中承负着两种使命。一是对外抵挡防御匈奴，二是对内威胁秦国。其对外的

职能显而易见，无需多事解说。对内的功用则可以用前述赵武灵王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一事，作为证明。 

赵国欲从云中、九原南袭秦国，看起来取道过于迂远，似乎不可理解，实际上是因为赵国据有的今山西、陕西两省之间壶口以

上的南流黄河河道，正流经地理学上所谓“山陕峡谷”之中，两侧河岸险峻，水流湍急，不太适于大兵团跨越通行；而云中、九原

两郡南部的东流黄河河段，流速舒缓，岸线平坦，是展开大规模渡河军事行动的理想地点，九原、云中两郡，便是控制这一战略要

津的桥头堡。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修筑北方战略通道直道，“道九原，抵云阳”
[104]

，以九原为北方终端，这说明九原南侧具有比云中更好

的建立渡口的条件。秦朝这一重要举措，进一步强化了九原郡这种桥头堡地位。对于秦汉王朝来说，九原和云中两郡这种桥头堡的

用途，除了抗御北方的匈奴之外，还可以用作向东出兵的跳板，起到威慑东部地区的作用。 

实际上早在战国时期，对于秦国来说，九原和云中地区，就是其向东扩张可供选择的一条通道。苏秦说燕文侯，谓秦人可以

“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张仪说燕王，也谈到“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王之有”
[105]

，就都

是很好的例证。 

秦、汉两朝，立国关中，在地缘政治上，都奉行强烈的“关中本位”主义，在关中内外，施行不同政策，以便“搤天下之亢而

拊其背”，“独以一面东制诸侯”
[106]

，即以都城所在的关中地区为凭依，来控御国家重心所寄的中原地区
[107]

。所谓“关中”

地区，是一个以都城长安为核心的地域圈层，其最核心的部位，是秦朝和西汉初期的内史，也就是汉朝后来的三辅地区，大致与自

然地理上的关中渭河平原相当，这可以称之为“小关中”；再向外延展，在汉武帝元鼎三年以前，则南有大巴山、三峡地带以西的

巴、蜀、汉中地区，北有今山陕间黄河河道以西秦汉两朝疆域内上郡以西以南所有地域
[108]

，这可以称之为“大关中”。今山陕

间的黄河河道和长江三峡两岸的连绵山地，似乎成为此“大关中”区域东侧的自然界限。 

地处这一“大关中”边缘的九原、云中两郡，虽然其南部有一部分辖界属于上述“大关中”北边的黄河南岸，毗邻上郡，但是

这两个郡的主体部分，特别是其治所，却在黄河以外，所以，好像并不被算在“大关中”的范围之内，地位相当微妙。 

司马迁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者年表》的序论中，有一段讲述汉高祖末年天下郡国大势的话，这段话中谈到云中郡的地

方，很是耐人寻味： 

  

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大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

至九疑，东带江、淮、穀、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皆外接於胡、越。而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

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於天子。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

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
[109] 

  

这段话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汉朝在关中不封授诸侯王国，在关中以外秦汉人习惯称之为“关东”或“山东”的东部地区，凡

是沿边区域，包括实际并没有遭受多少外患，其实算不上“外接于胡、越”的渤海湾西岸地区，都被设为诸侯王封国，而频频遭受

匈奴侵扰的云中郡和本文所推定的九原郡，却不在其中，直接隶属于西汉朝廷。二是司马迁在列举西汉朝廷直属辖郡时，分为两种

形式。位于“关东”地区的辖郡，是一一开列郡名；而“大关中”地区的属郡，却是分为三个部分叙述。中部的“小关中”，也就

是内史，情况单纯，直呼其名；内史北面和南面的地方，是将其各自归属为一个区域，只分别指出这两个区域内最东面和最西面的

郡名，而南面是起自江陵，北面起自云中。 

江陵不是郡名，是南郡的治所，在这里实际是代指南郡
[110]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记有扜关，与函谷关、武关、

临晋关等关并列，乃是当时限止“大关中”与“关东”地区的关隘
[111]

。此扜关或写作扞关
[112]

，据刘琳考订，其位置在战国时

期和秦汉时期，前后有过变动；秦汉时期应为《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江关都尉所在地巴郡鱼复，位于巴郡东界，即今奉节县东侧

之瞿唐峡畔，出关门即为秦南郡
[113]

。可以看出，南郡与“大关中”的位置关系，同九原、云中两郡相似：后者有一小部分疆



界，伸入“大关中”边缘的自然界限之内；而前者则紧临关中门户之下。站在关中地区的立场上，从积极防御或是向外用兵进取的

角度上讲，这两个区域，又可以看作是在远离核心区域的南北两翼，向外伸出的触角，引而不发，威慑对手。 

九原、云中两郡和南郡这种战略前沿地位，与关中东出门户函谷外侧紧邻关下的河南郡，颇有相似之处。汉高祖死时，吕后起

初图谋诛杀诸将，以安权位，后因顾虑“陈平、灌嬰将十万守荥阳”而不得不作罢
[114]

。荥阳为河南郡属县。惠帝时亦曾“发车

骑、材官诣荥阳”，由“太尉灌嬰将”
[115]

。这些情况说明，汉朝在河南郡常年驻有重兵。再向前追溯，楚汉相争时刘邦与项羽

即长期对峙于荥阳一带，汉军赖此保全大本营关中不失，并最终东出夺得天下；而秦末陈胜揭竿反秦时，吴广率军西向关中，一路

势如破竹，却在荥阳城下受到三川郡守李由的顽强抵抗，久攻未下
[116]

，说明当地守军的实力，非同寻常。秦三川郡即西汉河南

郡的前身。据此可知，这一地区对于关中的战略前沿地位，早在秦朝即是如此。 

根据这些情况，可以判断，上述司马迁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者年表》中的叙述，表明在西汉初期，不管是人们的一般观

念，还是朝廷的实际施政方略（至少在地域控御的角度上讲是这样），都是把云中和九原两郡，当作“大关中”的属郡来一体对

待。而这两个郡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待遇，则应当是由于其位居交通要津，控制着东出“关东”以及北出塞外的渡口。这就如同

南郡控制着扜关一样。如果考虑到出于防御外患的需要，地处都城北边的九原、云中一带，一向是朝廷重兵所在的地方，就更容易

理解，控制这一地区以兼制内外的特殊意义。 

以上论述表明，九原和云中，具有非同寻常的军事地理地位；特别是九原，不仅控制着黄河渡口，同时还控制着重要的战略通

道直道，地位尤其重要。尽管在秦末丧失“河南地”以后，直道有一部分地段，沦入匈奴骑兵出没之区，不能正常使用其一般的交

通功能
[117]

；但若是需要采取重大军事行动，这条大通道显然依旧可以发挥无以替代的作用。因此，九原、云中两郡，各自保持

单独的郡级建置，自然有利于强化治理，提升地位，以确保其能够发挥应有的战略作用。同时，让这样两个郡比肩并立，也可以令

其相互牵制，更有利于朝廷的控制。 

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再回过头来，看前面第三节所述汉高祖十一年析分重设云中郡一事。在汉高祖刘邦为使代国减少边寇侵

扰这样冠冕堂皇的言词之下，他所潜藏的真实意图，其实是利用这一时机，把控制着黄河渡口两岸地区的原云中郡西部这一战略要

地，重新掌握在朝廷的直接控制之下，使之与九原郡相互倚恃，进一步强化其军事地位，更好地起到拱卫关中和控御关东的作用。 

  

六、馀     论
 

以上所论西汉初年汉王朝西北隅边界状况，边界的具体走向，是以阴山赵武灵王长城和赵国九原郡在黄河南岸的边塞为界，这

一点应该可以确定。关于秦朝末年至汉武帝元朔二年以前，九原郡是否存在，即汉五原郡是沿承秦九原郡至元朔二年而更名，还是

在元朔二年始重新设置，本文所持前一种观点，只是提出一种目前看来比较合理的倾向性看法，希望有助于加深对于这一问题的认

识。 

推定九原郡的存在，会牵涉到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与本文看法不同，周振鹤推断本文所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相关

诸县，应当均隶属于云中郡，认为在西汉初年并不存在九原郡的设置，这正是基于周氏对西汉政区地理各个方面的问题，做有深入

系统的研究，他并不是孤立地看待西北隅边地一处的政区设置问题。所以，周振鹤的看法，自有其合理、慎重的一面，应当予以充

分的重视和尊重。 

这里可能牵涉到的复杂问题主要是：如果现在认定，在汉初存有前所未知的九原一郡，那么，如何解释前引《史记·汉兴以来

诸侯王者年表》所说汉高祖末年汉廷独有十五属郡的问题？同样，又如何解释枚乘在景帝二年时所说“汉并二十四郡”的问题？这

些都是西汉政区地理研究中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有诸多具体的政区建置内容，相互交织纠缠在一起，很不容易梳理清楚。 

关于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做出解析。不过，司马迁所讲的汉廷十五郡和枚乘谈到的汉廷二十四郡，并不像

秦始皇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那样，为王命所出之一代开国大政，了无差错罅漏可言，且具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这个相对比较清晰的时

间断面，明明白白；而是由于文献记载疏略，存有很大范围的模糊空间。如王国维所云，司马迁最初谈及高帝独领十五郡问题时，

所说即有明显疏漏
[118]

。枚乘所讲汉二十四郡，出自他劝阻吴王刘濞反叛朝廷的说辞之中。枚乘虽曾一度出任吴王刘濞的郎中，

但因话不投机，很快便“去而之梁”，从梁孝王游，故史称其身为“大国上宾”。所以，所谓劝阻，不过是为刘濞出谋献策而已。

通观其全篇说辞，正与枚乘的身份相应，带有强烈的战国策士游说特征
[119]

，即：极力铺陈，肆意夸张，以危言而耸人听闻

[120]
。所以，枚乘的话带有很大随意性。枚乘讲述此话，是在景帝三年，而已有研究表明，他与此所谓二十四郡一并提到的汉有



十七诸侯事，却是文帝十六年至后元七年之间的情况
[121]

。这就提示，枚乘所云汉廷之二十四郡，其时间断限甚至具体数目，或

许具有更大的随意性。 

正是因为如此，过去包括周振鹤在内的所有学者，也是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之中，才逐渐求得日趋合理的解释。在后出的观点产

生之前，几乎所有从事研究的学者，都相信自己找到了最佳的解答，而实际却又往往不同程度地为主观的看视盲点和客观的文献阙

略所障蔽
[122]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目前已有的看法，说不定也还有继续斟酌的馀地。新材料的发现，正为深入探索这些

问题，提供了更为完备的客观依据，并展现出新的研究视野。如周振鹤所见，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反映出，过去以为在

高祖末年已经罢入诸侯王封国、不在所谓汉天子自有十五郡范围之内的东郡，就也有可能确如司马迁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者

年表》中所记述的那样，直接隶属于朝廷而独立存在。 

此外，还应该看到，不管是司马迁讲述的高帝十五郡，还是枚乘所说的景帝二十四郡，目前在《史籍》都是仅见的孤立记载，

别无其他记记述，能够予以印证；而单纯从文献学角度看，像这样的数目字，在文献流传过程中，很容易产生错讹。考虑到这一因

素，也就更不必过分胶着于这些数字。 

所以，在目前情况下，也不妨姑且选取一种避虚就实的研究途径，即暂时搁置这些一时不易判明的笼统数目，先针对具体的材

料，提出合理的分析，然后再集腋为裘，在新的事实基础上，重新解析上述问题。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因作茧自缚而不得不

削足适履。因此，或许更加有益于加深对上述相关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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